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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辛亥革命与湖北教育革新


刘　军

（孝感学院 政治与法律学院，湖北 孝感 ４３２０００）

摘　要：发端于清末的湖北近代教育，在辛亥革命之后，得到全面刷新。旧的封建教育制
度被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的教育宗旨得到贯彻，新的学制开始推行，省县两级教育行政体系逐

步健全。尽管受政局影响一度出现反复，且自身体制远未完善，但这种根本性的教育变革符合

历史发展的方向，为民国时期湖北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根基。

关键词：辛亥革命；教育；湖北；清末；“新政”；教育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Ｇ５２７．６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５９８（２０１１）０６－０１４６－０５

　　一、清末湖北的教育改革及局限
２０世纪初年，伴随着封建社会危机的全面加

深，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逐渐得到广泛传播，革命风

潮也随之涌动。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之下，清政府

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中国出现了筹办新式学

堂的高潮。在这一全国性的教育近代化进程中，

湖北的教育事业一度处于前驱地位。

湖北近代教育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同主政湖北

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密不可分。张之洞主政

湖北期间，大力对湖北的教育事业进行兴革：通过

多渠道筹措经费，大力开设新式学堂；实行旧式书

院的改章，培养学以致用的新式人才；积极选派出

国留洋。１９０２年７月，清廷公布《钦定学堂章程》
（即“壬寅学制”），而此时的湖北，已经初步形成

各级各类学堂均备的新式教育体系：除改两湖书

院为文高等学堂，改武备学堂、将弁学堂为武高等

学堂，改自强学堂为方言学堂外，另设有湖北师范

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商务学堂、文普通中学

堂、武普通中学堂、勤成学堂各１所，以及高等小
学堂７所，省城之外各府州县筹款举办的中小学
堂亦有１０余所。１９０２年以后，湖北的社会教育、
幼儿教育、女子教育也得到了重视和发展，其中

１９０３年秋在武昌设立了近代中国自办的第一所
幼教机构———湖北省立幼稚园。１９０４年１月，清
廷颁布由张之洞重新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即

“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正式法令

形式公布并在全国实际推行的学校教育系统，也

是张之洞在湖北教育实践的总结和提炼。

清末的最后十年，是湖北近代教育体系进一

步完善的时期，这一时期湖北的教育改革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省县两级教育行政机构。为了适应办理

新学的需要，１９０２年４月，湖北在全国率先成立
“湖北全省学务处”，成为全省学务和教育行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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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１９０６年改称“学务公所”。同年，学部奏定《劝
学所章程》，要求建立起与新学相适应的州县基

层教育行政机关———劝学所，１９０７年，湖北全省
各厅州县劝学所职员计有２２１人。１９０９年，湖北
各地劝学所达到 ６８个，设有总董 ６９人，劝学员
４４０人。［１］其时“湖楚教育之盛，甲于全国”，大得
地方教育行政的推进之力。

形成了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三驾齐

驱、上下衔接的近代教育模式。作为洋务后期重

镇，湖北将兴办实业教育提到了战略的高度，当时

全国唯有湖北一省全面设立了实业学堂。师范教

育也被置于优先的地位，师范学堂、师范传习所数

目直线上升，还设有专门的女子师范学堂。小学

是湖北各州县兴学的重点，１９０３年至１９１０年，全
省几乎每一府州县都办起了一至数所高等小学堂

和两等小学堂，其中包括一些专门的女子小学堂。

此外，湖北省各州县还办起了数量繁多的官立、公

立初等小学堂。

按照新学制，各府将所属的书院改设为中学

堂，各县级书院则普遍改为高等小学堂。最终，书

院这一传统的教学组织形式彻底退出了历史

舞台。

此外，湖北的留学生数量也大为增加，如最高

峰的１９０６年，湖北留日学生在全国留日学生总数
中“占四分之一”，居全国各省之冠［２］。

但是，清末的教育改革，包括废科举、兴学堂

和派遣留学生等措施，表面看是对传统的封建教

育做了一些变革，实质上仍受封建思想支配，其指

导思想正是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提出的“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

为基”，强调封建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教育宗旨，将

儒家经典列入学校的必修科目，突出忠君和尊孔

的教学内容，虽然也开设一些“西学”课程，但数

量有限且不符合中国实际，带有一定的买办性。

因此，清末的教育制度仍然是封建主义的教育。

二、辛亥期间湖北革命党人的教育

活动

清末推行的“新政”并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经

济和文化的发展，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摇摇欲

坠的封建专制政权。但是，相当一部分在新学堂

中培养的青年学生和国外深造的留学生接触了西

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感受着

民族危难的刺激和群众斗争的影响，思想逐渐转

向革命。为了使当时的知识界和教育界从孔孟之

道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推动民主革命向前发展，在

思想、教育领域里，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清政府推行

的忠君、尊孔、读经的封建主义专制教育进行了斗

争。各地的革命党人积极开展各种教育活动，一

方面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消除封建主义和奴化教

育的思想毒素，教育人们奋起革命；另一方面创办

革命学校，培养革命的骨干和人才。

武昌起义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投身于教

育事业，主要以创办学校或举办学术团体为掩护

和基地，借清末兴学育才之风，以办教育为名从事

反清革命的宣传教育，培养革命人才和进行组织

发动工作。这些学校或学术团体的创建，直接服

务于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不仅是对封建教育的否

定，在内容与形式上更具有资产阶级近代化教育的

特色，而且为资产阶级革命培养了人才，训练了干

部，成为资产阶级宣传革命和发动革命的基地，推

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为辛亥革命后新的资

产阶级教育体制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随着形势的发展，湖北逐渐成为革命的中心

地区，武汉向称“九省通衢”，革命党人的教育活

动也很活跃。１９０４年，湖北的革命党人成立了第
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名为研究学术，实

则预谋革命。１９０６年，革命党人又成立日知会，
日知会本来是公开的群众阅报机关，以刘静庵为

首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利用这个机关宣传革命思

想。由于革命党人工作的努力和深入，湖北的革

命力量迅速壮大，在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反帝反封

建斗争蓬勃发展形势的鼓舞下，很快爆发了武昌

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三、湖北军政府时期的社会教育改革

尝试

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湖北军政府宣告

成立，这既是“中华民国”第一个省级军政府，同

时又代行中央军政府的职责，在南京临时政府成

立前的两个多月中实际上扮演了“中华民国”军

政府的角色。这一时期，湖北作为辛亥革命的首

义之地，承担着除旧布新的重任，因此，加大了社

会教育改革的力度。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９日，湖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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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创办的《中华民国公报》发出了《内务部关于

放足的告示》，指出：“缠足恶习，有碍女界卫生。

躯体受损犹小，关系种族匪轻。现值民国成立，理

宜百度维新”。其后不久，军政府内务部发出《关

于一律剪发暂不易服的告示》，指出“发辫长垂，

原为满清旧俗，既于卫生有碍，又于国体攸关，种

种弊害，尽人皆知”，要求“凡我国民，理应亟行剪

发，免遗豚尾之羞”，并规定“各属军民人等，限文

到十日，一律剪尽，以除虏习”。１９１２年初，湖北
都督黎元洪发出《关于民国同胞一律剪辫的告

示》，强调“我汉同胞，服制自应一律。既已立成

义师，发辫速宜剪剃。”［３］对于流毒全国贻害经年

的鸦片，湖北军政府更是明令严厉禁止。１９１２年
１月２０日，湖北军政府颁布《关于严禁洋烟的告
示》，指出“洋烟一项，流毒中华，害我同胞，历有

年矣，若不一律禁种，则种何以强，国何以富？”，

严令“通饬各府、州、县从严查禁，种者按亩重罚，

贩则全数焚毁。”［４］这些放足、剪发、禁烟的举措，

在湖北移风易俗，促进社会教育近代化方面起到

了良好作用，也为全国做出了表率。

四、民初湖北教育事业的刷新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为了彻底变革封建教育，

使教育能够适应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发展需要，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针对清末封建

主义的教育宗旨、学制、课程等进行了重要的改

革。１９１２年９月２日，新的教育方针正式公布：
“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

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明令取消清政府规

定的“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同时废除１９０４
年推行的癸卯学制，并公布了新的学校系统，即

《壬子学制》。至１９１３年８月，教育部又陆续颁布
各种学校规程，对新学制有所补充和修改，从而总

合成一个较完整的学校系统，即《壬子—癸丑学

制》，主要规定有：将学堂改称学校，学校负责人

由监督改称校长。初等小学为义务教育，可男女

同校；中学为普通教育，废止文实分科，改为四年

毕业。整个学校系统为１８年，初等教育７年，中
等教育４年，大学（含专门学校）教育连预科６至
７年。儿童由７岁入学到２４岁大学毕业，共分为
三段七级。此外还有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两个系

统。随后还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校令，对学校

的目的任务、课程设置、学校设备、入学条件、教职

员任用、经费及领导管理等都作了详细规定。以

上这些均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教育要求，

并以法令的形式巩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教育

成果。

湖北作为辛亥革命的风暴之眼，《壬子—癸丑

学制》很快得到了实施。民国初年，湖北的各项教

育事业相比前清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

省县两级教育行政方面，一度摇摆不定。

１９１２年１月，湖北废除提学使司及学务公所，在
鄂军都督府下设教育部，不久改称教育司，并于当

年３月２日聘请罗田姚彦长担任湖北教育司正
长。１９１４年，撤销教育司，改在省行政公署政务
厅下设教育科。１９１７年９月６日，代总统冯国璋
颁布《教育厅暂行条例》，规定各省设教育厅，直

接隶属中央教育部，负责全省教育行政管理事宜，

各省教育厅长由大总统简任，熊崇熙被任命为湖

北省首任教育厅长。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１８日，教育部
核准《教育厅署组织大纲》，规定各省教育厅署内

设３科。湖北省教育厅按照中央规定设厅长一
人，秉承省长之令职掌全省教育行政事务，监督所

属职员暨办理地方教育的各县知事。厅长下设三

科，第一科掌管印信、收发文件、办理机要文牍、整

理案卷、综核会计庶务、编制统计报告及不属于其

他各科应管之事项；第二科主管普通教育及社会

教育；第三科主管专门教育及外国留学事项。各

科科长秉承厅长之命分别主管各科事务。县级教

育行政机关最初则是五花八门，各县不同。１９１２
年２月１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公布“划一现行
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规定在县行政公署

内设教育科。１９１５年 １２月 １５日，教育部公布
《劝学所规程》，规定“劝学所辅助县知事，并综核

各自治区教育事务”，再次以清末劝学所定名县

级教育行政机关。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９日，北京政府
以大总统令公布《县教育局规程》１５条，此后，县
教育局逐步取代劝学所正式成为县级教育行政机

关。在这一变动的过程中，湖北各县改革的步伐

不尽一致。以宜昌县为例，民初仍沿清制，保留劝

学所，１９１６年改设教育公所，并将劝学员改称学
董，１９１９年又恢复劝学所，设所长１人，劝学员２—
４人，书记１—３人，直到１９２５年，才奉命将劝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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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教育局。［５］蕲春县则从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２３年一直
称劝学所，并未更改名称。省教育厅和县教育局的

设立，使得湖北的教育行政机关趋向稳定。

高等教育方面，清末的高等学堂改为专门学

校，据此，官立法政学堂改为湖北公立法政专门学

校，高等农业学堂改为湖北高等农林学堂。此外，

民初申请创办的高等学校还有江汉大学、法政大

学、铁路建筑专科学校、铁路管理专科学校等。

１９１２年，湖北省管专门学校有 ６所，学生 ２０６８
人。［６］１９１２年初，鉴于发展教育急需师范人才，民
国教育部决定在全国六个学区各设立一所高等师

范学校，武昌高师即是其一。１９１３年７月，武昌
高师正式筹备，首批招生１２４人，并于当年１１月２
日正式上课。湖北跻身为全国 ６大师范学区之
一。此前不久，湖北第一所，也是中国第一所私立

大学———中华大学于１９１２年５月１３日在武昌正
式创建。湖北现代意义的大学，即从民初开始

起步。

为了贯彻《壬子—癸丑学制》，１９１２年起，湖
北将各类中小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废止读经课，并

实行１学年３学期制，即８月至１２月、翌年１月
至３月、４月至７月各为一学期，１９１６年后改为一
年２学期制。小学教育方面，改初等教育为七年
制，即初小４年，高小３年，并在省城复办省立模
范两等小学校及附设蒙养院、省立女子师范学校

附属两等小学、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１９１３年８月，湖北
省教育司通令实行“强迫（义务）教育计划”。通

令规定：儿童凡年满７岁一律入学，违者罚其父
兄，经费由各地民众负担；为了解决学龄女子入学

问题，令各县暂设女子学校一、二所，待一学期后

再行扩充。这一年湖北的初等小学达到 ９３３９
所，在校学生达 ２３．５万人，比 １９１２年分别增长
３３．５％和３２．４％；高小达到２１８所，在校学生１．５
万人，略高于１９１２年。［７］中等教育方面，湖北遵照
新学制，改中学五年制为四年制，不再实行文、实

分科。按照教育部颁布的《中学校令》：“中学校

定为省立、县立、私立三种”。１９１２年，湖北省教
育司在清末第二文普通中学堂旧址开办省立第一

中学，次年又开办省立第二、第三中学。因民初废

除府的建制，湖北将原有府州划为１１个学区，将

原府州所设中学堂改为以原书院命名的中学，并

冠以省立之名。县立中学有天门、沔阳、大冶、蒲

圻、兴国、云梦、广济、蕲水、黄梅等县立中学及汉

口中学。私立中学有中华大学附中、荆南中学、旅

鄂湖南学校、应城卓立中学，以及文华、益智、文

学、博文、博学、圣约翰、圣约瑟、圣希理达、训女、

圣罗以等教会中学。１９１２年湖北全省有各类中
学３２所，在校学生２８６４人。［８］

民初新学制中，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被单独

列为两个系统。民国初年，湖北的中等师范教育

有了一定发展。１９１２年首先在武昌复办省立女
子师范学校，１１月又在两湖师范学堂旧址开办省
立第一师范学校（后移至第一文普通中学堂旧

址）。１９１４年，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和第三师范学
校分别增设于襄阳和宜昌。此外，武昌还开设了

实业教员养成所，大冶、蒲圻等地办有简易师范科

（班）。当年，全省有中等师范学校７所，学生４５８
人。此后，１９１７年襄阳道开办了道立女子师范讲
习所，１９１９年天门县开办了师范传习所，宜昌女
子高小开办了附设师范班。［９］民初的实业学校分

甲、乙两种，其中乙种实业学校施以简易实业教

育，程度与高小相同，招收初等小学毕业生，学制

三年；甲种实业学校，施以完全的实业教育，程度

与中学相同，招收高小毕业生，学制预科一年，本

科三年。１９１３年后，湖北恢复了工业中学，将其
改名为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重建或新建了甲种

商业学校、湖北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湖北省第二

农林学校、湖北省第二商业学校、湖北省女子职业

学校等。其他私立的甲种实业学校有：私立甲种

农商学校、商船学校（由李四光等人筹办）、中华

银行学校、新民实业学校、实业补习学校、第八学

区（郧阳）农林中学校、沙市职业学校、博物实习

学校、体育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办的竞存女子职

业学校等。根据民初教育部《实业教育规程》，乙

种事业学校由各县经办。民初开办乙种农业学校

的有襄阳、均县、光化、荆门、蕲春、孝感、汉川、兴

国等县，开办乙种蚕桑学校的有南漳、通山、蕲水

等县，开办乙种工业学校的有大冶、孝感等县，开

办乙种商业学校的有宜昌、嘉鱼、南漳等县。１９１２
年，全省有省立甲种实业学校６所，学生６２０人，
县办乙种实业学校共有３７所，学生１９８４人。［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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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初反对封建复古逆流的斗争

辛亥革命在冲击封建君主制度的同时，也在

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思想。但是，由于封建专

制主义的旧思想体系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社会

中的影响根深蒂固。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思想

文化领域里的尊孔复古逆流滚滚而来。民国初

年，封建专制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政治思

想领域里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教育方面，复古逆

流的中心内容是尊孔读经，推翻民国元年确定的

进步教育宗旨。湖北的封建顽固势力趁机大开历

史倒车。１９１３年３月，湖北商民裘平治呈请袁世
凯改行帝制。当年９月，黎元洪在武昌举行祭孔
大典，要求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一律至孔庙行礼。

１９１４年５月，曾担任湖北民政厅长的汤化龙提出
以“孔教”为国教，中小学校恢复读经，他还主张

禁止设立女子政法学校，提倡“贤妻良母”教育，

要求女子回归家庭。同年，湖北当局秉承北京政

府旨意，取消原国民党人创办的江汉法政大学，

１９１５年又将初等学校分为国民学校和预备学校，
中学重新实行文实分科，同时进一步拟定整理学

务办法，贯彻袁世凯颁行的复古倒退的《特定教

育纲要》。对于封建复古教育，湖北的进步人士

从一开始就进行抨击和抵制。１９１２年３月，湖北
女子教育总会在全国率先成立，以“扩张女学，补

助共和”为目的。随后，湖北省教育总会、法政学

会、美术学会、科学研究会相继成立，以开展学术

研究，促进民主共和为办会宗旨。１９１５年以后，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封建复古逆流遭到迎头

痛击。１９１６年９月，北京政府宣布废止读经，基

本恢复了１９１２年制定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
辛亥革命是对中国教育近代化具有决定性意

义的重大事件，它切断了儒学与国民教育、国民信

仰的直接联系，使一切依附于旧的封建政体的思

想文化、意识形态失去了主体，从根本上确立了中

国近代教育的路向，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改革和近

代化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尽管民初政局动

荡，新式教育一度出现反复，且自身体制远未完

善，但政治变革的成功极大促进了教育改革的步

伐，新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出现，中国的教育事

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辛亥革命前后湖

北教育事业的革新就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生动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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